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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废物跨境转移近年来开始引起国际经济地理学者关注，其中折射了全球生产网络中污染控制与市场化

再生利用之间的治理矛盾和价值冲突。中国在规范电子废物管理的过程中，采纳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逐渐形

成生产者缴纳政府基金，基金补贴正规处理厂，正规处理厂再通过市场采购方式从非正式的回收渠道收集电子废

物的分工格局。这一格局杂合了巴塞尔公约的属地化管理机制和地区贸易的市场化机制，反映了政府在规制复杂

产品环境问题中所面临的两难。本文在多年参与式调查的基础上，根据环保部公布的2014年全国109家正规处理

厂实际回收废弃家电产品的数量，采用威尔逊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估算了全国非正式回收渠道内的废旧家电产品

地区间流动格局，并结合处理厂问卷调查对比了实际流向与理论模型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由于非正式回收渠

道的竞争性所导致的废旧家电跨省流动占到全国正规渠道电子废物回收总量的1/3以上，这与电子废物处理设施

省级属地化管理，主要满足本省产生的电子废物处理需求的规划初衷有较大出入。为此本文探讨了这种规划目标

与市场流动之间发生错位的内在原因，指出当前电子废物管理重点应该从围绕处理设施的管理控制转向逆向物流

系统的优化和商业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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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废物跨境转移及循环利用近年来在经济地理

学领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Herod et al, 2014)。废

物问题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延伸反映出商品消费

并非价值链的终结，消费后的废物处置和再生利用

活动是整个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经济地理

学者在考察全球废物贸易的过程中，将商品、劳动

和价值流转中单向的物质流动扩展到从废物到资

源的全生命周期物质循环与迁移 (Gregson et al,

2015)。而这一过程深刻折射出当今消费主义导向

的全球生产体系所带来的不断加剧的环境和健康

风险，以及其地理分配上的高度不均衡(Crang et al,

2013)。相关研究包括船舶、汽车、纺织服装、塑料

等不同产品，其中关于电子废物的流动尤为引人关

注。一方面，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频繁，是技术推动

产品加速废弃的典型；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复杂产

品，电子废物兼具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利用价值，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实践中形成巨大

的价值冲突，并深刻地影响到全球治理框架的演变

(Lepawsky, 2015)。

在全球尺度，针对电子废物处理过程中的环境

污染问题，形成 2种不同的治理思路。首先是基于

《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Ba-

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

简称《巴塞尔公约》)的属地化管理思路，主要针对

电子废物中包含的重金属和持久有机污染物，以及

处理过程的环境污染风险，将电子废物归入危险废

物的范畴，主张限制电子废物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要求在发达国家内部完成电子废物的安

全处置。然而，这一思路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自身发

展带来的电子废物增长也需要建立相应的管理能

力(Widmer et al, 2005; Yu et al, 2010)。其次，电子

废物再生利用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废旧产品修

复后再利用兼具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而不可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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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废物中提炼稀贵金属是末端处置阶段经济

价值最高的环节，但也是环境风险最大的环节。电

子废物的循环利用受市场利益的驱动，在发展中国

家拥有自发的市场需求，而在发达国家则由于严格

的环境管制导致再生利用成本高昂。因此，也有学

者提出建立区域性的电子废物循环利用网络，利用

市场机制寻求电子废物再生利用和环保处置的跨

国协作机制，提高电子废物循环利用的经济效益，

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逐步建立起

有效的电子废物回收管理机制 (Manhart, 2011;

Wang et al, 2012)。然而从全球来看，《巴塞尔公约》

的属地化管理机制并没能有效阻止电子废物从发

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Breivik et al, 2014)。基于

市场化的跨国贸易机制也面临操作中的重重困境

(Kirby et al, 2015)。到底应该在全球尺度还是区域

尺度建立电子废物管理体系成为电子废物跨国治

理机制中的一个难题(Li et al, 2013)。

电子废物的再生利用与跨境流动体现了环境

管制中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的深刻矛盾。中

国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根

据联合国大学《全球电子废物报告2014》，2014年全

球产生的电子废物为 4180万 t，其中亚洲 1600万 t。

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子废物产生国，达到

600万 t(Balde et al, 2015)。中国电子废物的再生利

用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沿海一些相对偏远的地

区开始形成集聚，规模较大的包括天津子牙、浙江

台州、广东贵屿、南海和清远等地。处理的电子废

物主要来自进口，处置方式以元器件和材料循环利

用为主，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对工业原料的需求增

长成为进口电子废物活动最主要的集聚动因(Tong

et al, 2004)。然而，非正式的回收业者在对电子废

物进行初步的手工拆解以后，往往通过焚烧和简单

的酸洗工艺提取线路板中的稀贵金属。由于缺少

有效的污染控制，这类活动给电子废物处理集聚地

区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健康影响(Bridgen et al,

2005; Yu et al, 2006; Zhang et al, 2009)。按照《巴塞

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的估计，2004 年有 3300 万 t

非法的电子废物流入亚洲国家，其中大部分都进入

中国(BCRC, 2005)。2005 年流入中国的电子废物

占到 OECD 国家流入非 OECD 国家电子废物总量

的 10%左右(Breivik et al, 2014)。巴塞尔行动组织

公布的中国贵屿进口电子废物处理的实地调查更

是激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Puckett et al, 2002)，并

引发了中国政府对电子废物管理的高度重视和积

极干预。

经过近 10年的试点、立法和实施推进，中国于

2011年开始实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首批强制回收处理的产品

包括电视机、冰箱、空调、洗衣机和个人电脑。财政

部为此牵头成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以

下简称“处理基金”)，由生产者按实际产量缴纳电

子废物处理费，用于补贴有资质的处理厂当年回收

处理的废家电产品。环保部则牵头指导各省规划

建设规范的电子废物处理工厂，并对其运营全过程

开展严格的监督和审查(Tong et al, 2015)。到 2015

年，全国共计有109家处理厂获得处理资质，拆解处

理能力超过1亿台/年。中国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

建立起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电子废物规范化处理能

力，并且覆盖大陆所有省区，体现了政府规划管控

的有效性。但另一方面，在多年的示范摸索和正式

运行中，有资质的正规处理厂普遍未能建立起直接

从消费者手中回收废旧家电的渠道，而是依靠多层

级的非正式回收渠道收购废家电产品 (Chi et al,

2011)。

非正式回收部门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电子废

物管理中的普遍现象。由于缺乏有效的环境污染

控制，非正式回收部门存在较高的环境污染和劳动

者健康风险(Bridgen et al, 2005)。但另一方面，非

正式回收业者普遍规模小，对回收产品的处理机制

比较灵活，会根据每一台产品的状态采取回收利益

最大的处理方式，包括维修再利用，元器件再利用，

材料循环等，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废弃产品的再利用

价值(Chi et al, 2011)。而发达国家正规化的电子废

物管理往往走向一刀切的拆解粉碎和材料回收工

艺。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非正式回收部

门的处理方式环境影响反而可能较低。此外，由于

非正规回收部门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大量

底层劳动就业岗位，因此难以简单地以环保之名加

以取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电子废物管理

制度中的差异，集中体现在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

的关系上(Kojima et al, 2009)。目前主流观点认可

将非正式回收部门纳入正规化的处理体系，在提高

环境保护标准的同时，维持较高的废物再生利用水

平 ，并 改 善 劳 动 者 的 工 作 条 件 (Widmer et al,

2005)。在非正式回收体系实际上主导电子废物流

动的前提下，对其中电子废物的流动状态进行相对

精确的估算，对于优化设施布局和改进逆向物流系

统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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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基于中国 2014年有资质的电子废物

处理企业回收量数据，采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估

算中国列入强制回收名录的 5种废弃电子产品(冰

箱、洗衣机、空调、电脑和电视机)的省际流动空间

格局，作为估算相关物流成本的基础。并通过问卷

调查和企业实地调研对结果进行验证。

2.1 空间相互作用模型

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是经济地理学用于对决策

过程中的人、物或信息的空间流动开展定量描述的

常用工具(Fotheringham, 2001)。该模型通过起点和

终点的特性以及距离来预测一组区域单元之间的

网络化流动状态。Bröcker(1989)证明采用了空间

交互模型的区域间贸易流模型可有效地解释实际

的流动，并与经典的空间均衡模型相一致，因而被

广泛用于区域间商品流动的预测，主要包括建立在

熵最大化概念上的概率模型 (Wilson, 1970; Riet-

veld et al, 2003)、神经网络模型(Nijkamp et al, 2004)

以及基于行为的模型(Cesario et al, 1975)。其中，基

于熵最大化过程的空间相互模型可以表征空间流

动的最大可能状态，其方法是在3个条件(观察到的

起点的流出量之和，终点接收到的流入量之和，以

及所有点流入和流出总量或总和之间的平衡)的约

束下定义空间流的微观状态熵函数，进而利用Lag-

arange算子，借助条件极值法，求出状态熵最大化方

程的泛函解(Wilson, 2010)。这个解可以给出空间

流与距离或者运输成本之间的关系。可以证明，最

大熵可导致一定条件下的优化分布，实现局部公平

(如各个通路的有效使用)与整体效率(如区域运输

成本最低)的合理关系(陈彦光，2009; Chen, 2012,

2015)。

针对省级电子废物流向的空间交互模型形式为：

Tij = Ai∙Bj∙Xi∙Yj∙ exp( )β∙cij (1)

式中：Tij代表是从起点省 i流向终点省 j的电子废物

的量；Xi表示的是各省电子废物的产生量；Yj表示流

入 j省正式处理厂的电子废物量；β 为距离摩擦系

数；cij表示的是从 i到 j的运输成本。两个系数Ai和

Bj叫做标度因子，其表达公式如下：

Ai = 1/
æ

è
ç

ö

ø
÷∑

j

BjYj exp( )-βcij (2)

Bj = 1/æ
è
ç

ö
ø
÷∑

i

Ai Xi exp( )-βcij (3)

Tij是从 i省到 j省的流，可表示矩阵形式T。所有流

向各省的电子废物量的方式中，总计的可能组合的

微观状态数W为：

W = T!/
æ

è
ç

ö

ø
÷∏

ij

Tij! (4)

与特定矩阵 T 相关的空间组合值可被转化成

给定模式发生的二维概率分布。Boltzmann的微观

状态熵原理表明：满足给定约束条件下，流分布的

多种状态中存在一个压倒性的最大可能状态。在

本模型中，反映流入和流出特征的约束条件包括：

∑
j

Tij = Xi (5)

∑
i

Tij = Yj (6)

式中：Xi为区域 i 的流出总量；Yj为区域 j 的流入总

量。反映运输成本的约束条件为：

∑
ij

Tijcij = C (7)

式中：cij表示从 i到 j运输货物的费用；而C表示整个

区域的总费用。

在满足等式(5)-(7)的守恒条件下，基于式(4)表

示的空间状态熵 lnW 最大化，可以获得最可几状

态。根据微积分的条件极值原理，求导数可得熵最

大化的先决条件表达式：
∂L(Tij)
∂Tij

= -ln Tij - xi - yj - βcij (8)

其中：xi、yj和β是Lagrange乘数。考虑到条件极值，

通过等式(8)，可以导出式(1)及其参数表达式(2)和

(3)。利用式(1)-(3)，可以估算中国跨省的电子废物

流动状态。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分为总量约束模型、

产生约束模型、吸引约束模型和产生—吸引约束模

型4类。由于可得的最可靠的数据是政府发布的各

省规范处理厂实际收到的电子废物量，我们采用吸

引约束关系，即用等式(6)作为流入地约束条件进行

估算。模型中距离衰减的系数β反映了区域间互动

的强度受距离的影响。因为使用过的产品价值要

远低于新产品，电子废物流动对运输距离更敏感，

根据实地观察经验，本模型中β取值为7。

2.2 数据来源

根据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主要数据包括：①各

省区电子废物的产生量。采用刘志峰等(2016)的方

法计算2014年各省(市、自治区)5种强制回收的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的产生量，也就是模型中的Xi。②各

省(市、自治区)电子废物回收数量。来自中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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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部(MEPC)网站，各省正规处理厂上报回收量

作为流入量，也就是模型中的Yj。原始数据中产生

量和回收量均以台为单位。由于模型中的运输成

本按重量计算，因此参考Song等(2013)发表的回收

厂调查数据将台数换算成重量。③运输成本矩

阵。基于国内一家主要的门到门物流公司的公路

货运价格表。门到门物流在过去 10年中随电子商

务发展迅速成长。其价格不仅反映绝对距离，也能

反映因区域间双向运输量不对等和运输可得性造

成的价格差异。且末端1公里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在

电子商务门到门运输与电子废物回收网络中具有

相通性，两者在最后 1公里物流人员的劳动力供给

上也存在直接竞争，因而两者价格的空间结构特点

具有可比性。此外，从发达国家电子废物回收体系

的演化来看，最终回收渠道将以正规的第三方物流

企业为主导，因此采用门到门物流公司的货运价格

估算可作为系统优化的物流成本参照。

2.3 结果验证

为了比较电子废物的实际流动与估算模型之

间的差别，我们在 2017年 7月通过电子邮件对 109

家正规处理厂发放问卷，调查企业2014年回收产品

的实际货源地分布。共收到有效企业问卷72份，覆

盖大陆地区26个省级行政单位(缺少宁夏、西藏、云

南和重庆的处理厂反馈，按照2014年公布的实际处

理量数据，西藏和云南还没有实际运行的正规处理

厂，宁夏和重庆实际处理量分别为 84万台和 29万

台，合计仅占总处理量的约1.5%)，有效问卷的企业

处理量合计占当年全部处理量 70%。按照有效问

卷企业回收量占所在省(市、自治区)的回收量的比

重加权，获得实地调查的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流

量数据。

3 研究结果

3.1 电子废物产生量和正规化处理设施的空间格局

电子废物的产生量与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

平密切相关。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按物质流模型

估算“条例”所规定的五种强制回收的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 2014年全国总的废弃量达到 1.14亿台。刘

志峰等(2016)采用人口与GDP拟合市场渗透率，估

算 2014 年废弃量达 1.41 亿台。由于刘志峰等

(2016)的计算方法可以推广到分省市自治区产生量

的估算，因此我们采用这一计算方法获得全国省级

单元的废弃量空间分布(图1)。

正规的电子废物处理设施是各省根据自身电

子废物产生量预测规划建设的。自基金制度建立

以来，环保部会对有资质的处理企业采取严格的在

线监测和现场核查，因此资质企业每年会发生一些

变化，一些企业被淘汰，另外有新的企业进入。图2

为2014年正规处理企业处理能力的空间分布。

3.2 电子废物省际流动空间格局

3.2.1 模型估算结果

根据熵最大化的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以各省

(市、自治区)正规处理厂实际回收量为流入地约束条

件，估算 2014 年电子废物的跨省流动状态(图 3)。

图1 2014年中国强制回收的五种废弃电器电子产品产生量
的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pattern of e-waste generation in China, 2014

图2 2014年中国正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能力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ormal e-waste recycling

capacity in Chin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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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总流量中大约1/3为跨省流动，按照正向

物流的价格估算回收物流总成本大约为6亿元人民

币，约为当年实际发放基金补贴总额的15%。

中国电子废物省际流动网络呈现明显的区域

化特征，并形成2个紧密联系的区域集团：一是北方

集团，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二是东部

集团，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中部省份(河

南、湖北、湖南、江西)与北方和南方省份都有一定

的相互流动。南方省区(福建、海南、广东、广西)跨

境流动的比例略低一些，但与东部和中部各省之间

也存在相互交织的跨省流动。边远地区形成3个规

模较小的区域集团，即西南集团，包括四川和重庆；

东北集团，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西北集团，包

括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还有一些偏远省区，如

西南边陲的贵州和云南，西北的新疆，北方的内蒙

古等，与其他省(市、自治区)之间基本没有相互流

动。在此模型中，交通成本是影响跨省流动的主要

因素。模型估算的结果反映了市场化回收机制下，

如果重点考虑物流成本，区域性的解决方案可能比

在省级层面的规划更合理。网络中一些省(市、自

治区)在流入量上有明显的集中优势，比如天津、湖

北、湖南、江苏，反映出这些省区的处理厂可服务于

更大的空间范围。

3.2.2 实际调查结果

图 4 显示了根据企业问卷调查结果推算的

2014年电子废物省级流动的实际状况。从中可以

看出，实际流动的空间格局与模型预测比较相似，

特别是跨省流动占总流量比重为30%，与模型预测

接近。流动联系紧密的总体区域格局高度相似。

具体省份之间的流动有一定出入。一方面，空间相

互作用模型预测的是最大可能的结果，真实结果肯

定存在一定的变差范围；另一方面，使用的空间相

注：图中外面3个环为各省市自治区流量构成，最外环为流入流出总量(颜色为流出省区)，次外环为流入量(颜色为流入省区)，第三环为

流出量(颜色为流出省区)；内侧则为流向网络示意图，弧刻度为各省、市、自治区流入流出总量占全国流量的比重，连线色彩表示流出省区，线

宽示意流量规模。

图3 根据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估算的中国2014年电子废物的省际流动状态

Fig. 3 Interprovincial flows of e-waste in China in 2014 estimated with the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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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模型里面只考虑了交通成本因素，没有将不

同地区处理设施运行的成本差异、企业竞争策略、

当地原材料市场的需求因素等其他影响因素考虑

在内。但模型与实地调查结果在总体空间格局上

的相似性说明，交通成本因素对中国正式处理体系

下的电子废物流动空间格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4 结果讨论

4.1 中国电子废物空间流动的特点

对比模型估算和问卷调查反映的实际状态，我

们认为，中国电子废物地区间流动的基本格局符合

负指数衰减的空间相互作用规律。这意味着，中国

正规处理厂体系下的电子废物输送以就近处理的

局域效应为主导，而不是以远距离输送的长程效应

为基本特征。对比已有电子废物跨国流动的研究

(Breivik et al, 2014)，在缺少强有力的环境管制的情

况下，跨洲际的长距离流动反而是发展中地区形成

高度集聚的电子废物处理中心的重要地理特征，这

其实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链中从废物到原

料的内在联系机制对废物流动空间格局的关键性

影响。这一现象体现了市场机制与规划干预的内

在冲突。

模型所识别出的电子废物流动的区域化格局

也与实际调查结果有较高的相似度，特别是华北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山东)区，无论模型预测还

是实地调查结果都存在较紧密的内部相互流动，反

映了区域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可能比目前分省区处

理的现状更为合理。

模型与实地调查出现的显著差别也揭示出交

通成本以外的其他因素在产业区位变动中可能发

挥的作用。比如华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安徽)区按

照模型预测应该像华北区一样以内部相互流动为

主要特征，但实地调查的情况是华东各省市之间的

流动反而没有华东向内陆河南、湖北、江西等地的

流动强。考虑到中国沿海曾经依靠进口废料发展

图4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推算的中国2014年电子废物的省际流动状态

Fig.4 Interprovincial flows of e-waste in China in 2014 estimated by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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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多个电子废物集聚区，而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

下，市场化的机制实际上在影响着新管制机制下的

电子废物流动空间格局的变迁。

在众多省区中，河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地区，

根据模型预测，按照河南的人口和GDP发展水平，

2014年规范处理厂的实际处理量尚不足以处理其

自身的电子废物产生量，有超过10%的电子废物会

流向周边省份，但根据处理厂实地调查的结果，反

而是大量电子废物从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

等地流向河南，占当地实际处理量近40%。究其原

因，首先是河南在全国有广泛的回收网络，正规体

系以外的再生资源市场活跃；其次近期产业转移使

得河南对再生资源供给需求较大，也吸引了正规处

理企业积极布局，由于与本地的再生资源市场存在

一定的竞争，正规处理企业只好积极向省外扩展货

源供应。考虑到河南在当前产业转移中所处的独

特地位，正规处理体系的发展不能不考虑与非正式

回收系统的联系和互动。

4.2 模型结果的政策含义

模型估算结果和调查中揭示的电子废物实际

流动状态说明，以省(市、自治区)为单元规划处理设

施，满足其电子废物的回收处理需求，并不是一个

合理的规划目标。通过模型识别出中国电子废物

流动存在明显的省际区域化空间格局。这给处理

设施的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了参考：在存在较为紧密

的跨省流动联系的省区之间，可以考虑根据废物实

际流动的空间联系优化处理设施的空间布局。近2

年，中国 109家电子废物处理厂在市场竞争中经过

兼并重组，逐渐形成 3家规模较大的集团——格林

美、桑德和中再生，其电子废物的回收处理量已经

占到全国总回收处理量的 1/3以上。这 3家集团均

在多省布局了电子废物处理企业，具有根据市场进

行空间调整的能力。因此，完善基金补贴制度促进

企业优化处理设施空间布局，可以有效降低处理成

本，提高设施利用效率。

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反映的是给定市场特征条

件下的最大可能结果，市场机制的改变有可能改变

空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其中基金补贴的额度就有可

能改变电子废物流动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如果

基金补贴仅关注正规处理厂的回收量，而不考虑处

理厂与非正式回收体系之间的互动机制，为提高正

规处理厂的回收量而增加补贴资金，则只会人为地

抬高市场上的电子废物价格，激发各地非正式回收

业者相互竞价，不惜增加运输距离。另一方面，从

环境保护的效果看，电子废物实际上还有很大一部

分流向非正式的处理渠道，如果补贴过低，正规处

理厂则有可能收不到电子废物，使得环境污染控制

的目标无法实现。平衡环境污染控制目标与市场

经济效率的关键在于：从以处理设施为中心的规划

思路转向以逆向物流供应链建设为中心的系统转

型思路。从长远来看，鼓励正规处理企业与非正式

回收网络合作，共同提高逆向物流体系的透明度，

并引导非正式回收网络向专业化的第三方逆向物

流企业转变，才是提高回收系统效率的根本。

5 结论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建起覆盖全国的正规

化电子废物处理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巴塞尔

公约》缔约国，中国履行了自己对危险废物跨境流

动积极管控的承诺。但是电子废物在全球尺度所

面临的两难处境——平衡污染防控与再生利用市

场价值——在中国国内的电子废物管理制度建设

中也同样突出。中国在电子废物管理中的经验对

全球电子废物治理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在政府主导下，按照属地化原则规划处

理设施，可以快速建立起符合环保要求的正规电子

废物处理能力。这对于电子产品消费快速增长，但

缺乏本地电子废物处理能力的发展中地区很重

要。但按照何种地理空间单元规划正规处理能力，

不仅需要考虑平衡污染控制的管理成本和处理设

施的规模经济，还需要兼顾市场化回收机制下的废

物实际流动趋势。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的预测结果

为现有管制格局下合理划分回收市场的空间单元

提供了参考。

其次，政府干预会对市场化的非正式回收体系

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禁止电子废物进口，同时大

力推进正规化电子废物处理体系的建设，彻底改变

了电子废物循环产业链的空间布局。以广东贵屿

为代表的传统沿海电子废物处理集聚区的处理量

已经大幅下降。电子废物的实际流向出现明显的

向中部内陆省区转移的特点。这其中既有政府干

预的驱动，也有产业转移大背景的影响。如果没有

有效的政府干预，这种转移很可能伴随出现环境污

染的逐底竞争。而有效的政府干预有可能实现转

移中的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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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规划干预的重点应该从以处理设施建设

管理为中心转向以逆向物流系统建设为重点。从

废物到资源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是与正向生产系统

一样复杂、分工细密的网络。正规处理厂只是这个

系统中的一个局部环节。在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的

前提下，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以正规处理厂为

支点，将非正式回收体系逐步纳入正规化的逆向物

流系统，提高物流系统的透明度和运行效率。空间

相互作用模型揭示的是现有市场结构下的可能状

况，进一步优化需要在废物管理的机制设计中寻找

系统化解决方案。其中，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正被

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为废物管理新机制。这一机

制设计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为资源回收和再生利用

行业寻找资金补助，而更强调通过废物管理影响前

端的产品设计和商业模式创新，从而真正将废物管

理纳入生产网络的整体系统之中。这一转型过程

有可能改变空间相互作用的微观机制，从而在宏观

尺度带来电子废物流向格局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在

更长的时段中观察电子废物管制模式变化对电子

废物空间流动格局变迁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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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regional flows of e-waste in China

TONG Xin1, WANG Tao1, CHEN Yanguang1, SONG Xin2, LUO Zhaoxuan1, HUANG Huiting1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Center of Solid

Waste and Chemic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Cross-boundary flows of e-waste have been addressed in economic geography literature, reflecting the

deep conflicts of values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ources recovery at the global scal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a division of activity between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formal

recycling plants has formed in China with the state subsidy to the latter to buy waste products collected by the

former. Using the Wilson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this study depicted the interprovincial flows of e-waste in

China in 2014, and compared the estimation with the results from a survey on formal recycling plants. Both

results show that around 1/3 of the e- waste flowing to the formal recycling plants came from interprovincial

transportation, despite the government intention to plan a regional self-sufficient system for e-waste recycling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We discussed the reasons for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planned and the real spatial patterns

of e-waste flows. In conclusion, we identified several implicati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for the global e-

waste management.

Key words: e- waste recycling;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reverse logistics;

informal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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